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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生态史视角下的徽州历史新探

——以渔梁坝与歙县血吸虫病为例
1

顾维方，李玉尚

（上海交通大学 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历史系，上海 200240）

【摘 要】：清代中期至民国时期，血吸虫病在歙县流行了 150 年。150 年间流行的大致趋势有三：一是由清中

期的散发演变为晚清及其之后的大流行；二是由地势低洼地区向地势较高地区蔓延；三是在四条主要支流内，由下

游向上游扩散。这种流行趋势与渔梁坝修筑、维持所导致的水环境变化息息相关。150 年间血吸虫病流行最为严重

的区域，同时也是明清以来徽州府的核心区域。从疾病历史来看，清代中期之后这一核心区域成为“恶疫”之区，

疾病造成人口损失，劳动力缺乏，导致疫区外来移民迁入和当地妇女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也正是由于血吸虫病流行

的缘故，一位籍籍无名的歙县医生江本良，第一次做了血吸虫病发生学的科学描述，展示了新安医学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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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渔梁坝位于歙县城南渔梁镇，距县城 1 公里左右，是新安江上游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拦河坝，也是徽州最知名的古代水利

工程。[1]107对于如此重要的一项水利工程的研究，成果甚多。其中，水利史、灾害史和环境史领域的学者，对于渔梁坝上游因泥

沙淤积，各支流洪水频发，淹没农田和村庄的现象十分关注。事实上，与上述水环境变化相伴随的，还有“胀疾”的出现与流

行：“故自坝沙阻塞以后，数十村落，近水居民，率多胀疾。”[2]559然而，并没有学者对渔梁坝上游水环境变化之后所伴随的疾

病生态史进行深究。

根据流行病学调查，渔梁坝所在的歙县为皖南血吸虫病流行重灾区。血防初期歙县 18 个区和 207 个乡镇中，有 12 个区和

61个乡镇感染血吸虫病，流行区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 30.2%。其中，尤以渔梁坝上游流域最为严重。[3]53职是之故，1950年，华

东军政委员会卫生部在歙县建立了安徽省最早的血吸虫病防治机构——华东区皖南血防所。该所成立的第二年，在歙县进行“改

水田为旱地”（又称“水改旱”）的消灭钉螺试验[4]5，效果明显。“水改旱”之后，“开新（河渠）填旧（河渠）”成为最主

要的血防举措。随着“开新填旧”措施的实施，灌区河道、沟渠被截弯取直，水流畅通，疫区水环境得到极大改善，血吸虫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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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率迅速下降。

上述“坝沙阻塞以后，率多胀疾”的现象，以及 20 世纪 50 年代之后血防措施，表明水环境的改变也许是造成该县血吸虫

病流行的主要原因，而水环境的变化与该县历史上渔梁坝兴修活动有关。本文依据歙县的地方志、流行病学调查报告、社会和

经济情况调查报告及报纸等资料，一方面尝试建立起乾隆之后血吸虫病流行扩张史，另一方面探讨其水环境的变化如何导致该

县血吸虫病的出现与流行。

长江流域的血吸虫病一般分为水网、湖沼和山丘三种基本类型，浙西开化县和皖南歙县都属于典型山丘型疫区，但主要流

行因素则有不同。前者除了移民之外，主要是沿四条主要水系自上而下自然扩散与传播[5]；后者则主要是与渔梁坝这一徽州地区

最为重要的水利工程息息相关。因此，歙县血吸虫病流行史研究的意义，一方面对于总结山丘型血吸虫病历史流行病学十分重

要，另一方面可以从中观察徽州区域社会发展历程中自然与人为如何相互交织。

二、渔梁坝与乾隆时期血吸虫病的出现

渔梁坝的雏形始于唐代，起初坝身为木质结构
[2]557

，真正叠石成梁始于宋代。修筑渔梁坝的原因，歙县历史上有三种解释：

第一种为截上流之水缓之，以利舟楫。据朱廷梅描述：“徽城东倚山，西、南、北三面距新安江，以置郡治，江合歙、黟、休

宁、祁门、绩溪五邑之水，大会于歙浦，以人于浙，为滩三百六十，地极斗峻，水无停流。”①2此外，歙县境内有扬之河、丰乐

河、富资河、布射河四条支流汇于此地，形成急湍飞流，亦不利于船只通行。第二种为束流蓄水，以利灌溉。徽州地区多山农，

田地多以山为田埂，以便引山溪水灌慨，但山势陡峻，水速过快，无法直接引水灌溉，“惟有筑坝障水一法”。[6]268第三种为灭

火。宋绍兴年间，城市频发火灾，此前木质结构的渔梁坝已废弃六十余年，于是，州守宋济于嘉定十四年（1221），“设栅聚

石为坝”，目的是“修梁蓄水则火息”。
[2]557

此后，历朝历代都很重视对渔梁坝的维修。嘉定十七年（1224）州守袁甫计划改用巨石为坝身，未成。绍定二年（1229）

推官赵希想负责监修渔梁坝，将原来的以栅聚石而成的坝身全部改为石砌，共 18 层，并设斗门以泄水。弘治十二年（1499），

知府张桢重铸渔梁坝，但此次修筑不久，坝即被洪水冲毁。弘治十四年（1501）知府彭泽命通判陈理督修，此次重修除了清除

坝底的泥沙外，还将坝身改用方石修筑，并采用梯级造型，以缓和水势。此后又历经万历、崇祯两次重修，皆采用上述方式。[2]558

与此前多以官府出资修筑不同，入清以后渔梁坝的兴修多由当地士绅、商人甚至商人遗孀等捐资修筑。顺治十六年（1659）

虽有兴修计划，但历时三十余年未实行。[7]1550清初规模最大的一次修缮渔梁坝的计划始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由徽州知府朱

廷梅牵头，历时四年竣工。工程汇聚府县两级地方官及士绅、商人等各方人士捐资，采用更加坚固的青石、白石，设计三道水

门，“层级而下，以时停蓄众流”[7]1552。至乾隆三十七年（1772）太守张廷炳复议修葺之事。此次修筑由邑西稠墅节妇汪徐氏捐

资完成。[8]68乾隆末年，渔梁坝再次崩坏，但此次修筑渔梁坝的提议因官员调动而未实行，致使该坝淤废百年之久，直至光绪二

十八年（1902）由当地程吴氏捐资重筑，耗时三年，渔梁坝才得以修浚。[8]68

自渔梁坝改石筑坝以后，历代对渔梁坝的重修都很重视排沙问题，石门的设置既有利于蓄水，同时也便于泄沙。但历经宋、

元、明、清数次修砌，坝身早已堆砌成石埂，至乾隆末年，虽设有三槽，但槽与坝面相距甚近，已远不能发挥泄沙的作用，因

此“有潴无泄，沙石日淤”[2]559。渔梁坝上游泥沙淤塞越来越严重，为钉螺孳生创造了条件。直至乾隆末年，疫病爆发，并为歙

县当地人所记录，描述如下：

先年坝沙浅则河底深，上游咸就安流。濒河田亩，亦收灌溉之利。自沙高河浅，坝塞不行。下流壅激，致上游旁啮。东山

教场，频遭冲决，迁徙靡宁。他如桂林、黄荆渡、免苏、登第桥、东山营，水自扬之登源来者，沙壅而田多淤壅；岑山、瑞里、

江村、长湖、范村、前山坝、叶家巷、步廊巷，水自布射来者，沙壅而田庐屡没；万年桥东两岸，夏雨暴涨，水深丈许，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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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成巨浸，富蝎、沙溪、徐村、云塘、宋祁、汪仰村、新州，水自富资来者，沙蜜而田多荒废；郑村、潭渡、百花台、古关、

河西、水自丰乐来者，沙墼而河身曰高，水发淹及庐舍；若城北及城南，皆水浅沙高，岸与河平，涨则河螃日就崩塌。坝之为

害已极！即以风水论：出水之处，犹咽喉也，咽喉哽噎，则上下关窃不通，身将重困。地势所关，应在人事。故自坝沙阻塞以

后，数十村落，近水居民，率多胀疾，历有明征。是筑坝求益，未尽其善，反招损也。顷稠墅汪绅，因坝石圯坏，输缗重筑，

以培合郡风水，允称盛举。而寡识农民，乃窃议与其修之，无宁去之，是盖有疾于田庐之受祸也。[2]559上文系歙县医生江本良向

徽州知府江恂的陈书。有关江本良生活的年代及其事迹的记载很少，从仅有的记述中可知，他是清代新安名医，通医术，并著

有《飞布保命集》。[9]721知府江恂，生卒年不详，但据其生平事迹及“此书甫上，而江公谢事去，未及行”推断，上书陈于乾隆

末嘉庆初。[2]560江本良的上述陈书详细描述和分析了渔梁坝上游因泥沙游积，导致各支流洪水频发，淹没农田和村庄，致使“胀

疾”流行的情形，是非常珍贵的疾病生态史史料，需要做深入的分析，如下：

1.水环境之变化。徽州城北及城南“皆水浅沙高，岸与河平”，丰乐河流域“沙壅而河身日高，水发淹及庐舍”，富资河

一带“沙壅而田多荒废”，布射河流域“沙壅而田庐屡没”，扬之河流域则“沙壅而田多淤壅”。从地形来看，徽州城、丰乐

河、富资河、布射河、扬之河的海拔系由低向高分布。地势最低的区域，如城北、城南和丰乐河流域，泥沙淤积，河床抬升最

快。民国年间歙籍人士许承尧观察，泥沙淤积最严重区域为河西（即丰乐河流域）及城北一带。[2]560低地地区河床抬升挤占了原

先之水域，造成地势较高地区水位线提高，各流域水位线提高的幅度与海拔高度呈负相关。由此可见，江本良对于渔梁坝上游

各支流水沙和水位线的描述具有科学性。这种科学性源于他比较了之前的情况：“先年坝沙浅则河底深，上游咸就安流。”

2.对所记录的 25个村落的分析。江本良记录了四条支流沿岸共 25个村庄，其中 18个今天仍然存在。这些村庄都位于各支

流沿岸。据此推测，“数十村落”即为“近水居民”，两者系重复关系。从 18个村庄的排列顺序来看，江本良是严格按照自上

游向下游的顺序来记叙的。据此，7个今天业已消失的村庄，即扬之河流域之尧苏，布射河流域之前山坝、叶家巷、步廊巷，以

及富资河流域之云塘、宋祁、新州，都位于所在流域的最下游，从地形来看，7个消失村庄都位于渔梁坝上游地区地势最低的区

域（如图 1）。

图 1 清中期渔梁坝上游沙雍波及的村庄分布图

3.何谓“胀疾”。在皖省流行较为严重的几种寄生虫病中，虽然黑热病和疟疾都有腹胀的症状，但黑热病多发于皖北地区，

民国年间多有报道。①3症疾多发区与血吸虫病基本吻合，多水田和山溪的丘陵地区和多稻田的平坦地区多数属中度疟区，但其患

                                                       
3①相关报道参见：《二十三年国内各地疾病概况及防疫设施情形》，《申报》1935年 3月 4日；《蚌埠——黑热病蔓延皖北》，

《申报》1936年 8月 4日；《怀远——皖北黑热病流行》,《中央日报》1937年 2月 28日；《皖北黑热病流行》，《申报》1937

年 4月 14日；《黑热病蔓延皖北，卫生当局亟应注意防治》，《申报》1947年 9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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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率比血吸虫病低，且当地常以“打摆子”称之。“臌胀”是晚期血吸虫病患者的常见症状，民国医师吴光、许邦宪认为，类

血吸虫病的“水臌肿胀”之病症若成为一种地方病，则可确信为血吸虫病。[10]

4.流行病学分析。前文已叙，江本良是通过对照比较的方式得出结论的，“胀疾”系“自坝沙阻塞以后”出现的一种新病。

易感区域和易感人群是“数十村落，近水居民”。从上文的分析来看，“数十村落”指的是他所提及的 25个村庄，从“率多胀

疾”来看，当时感染的村庄约 20 个。少数没有发生血吸虫病的村落，晚清时期亦被感染，如下文提及江村疫情发生在 1900 年

前后。

从下文防治初期歙县血吸虫病流行分布情况来看，1950 年代渔梁坝上游灌溉区所涵盖的扬之河、布射河、富资河和丰乐河

等河流沿岸的农田和村落，均属血吸虫病流行最为严重区域。虽然血吸虫病在一个疫点出现后，几十年间甚至更短时间就可以

彻底摧毁一个较大聚落，但因各支流沿岸分布着数量较多的村落，同时由于疫区外来移民的缘故，在一个较大区域内始发之后，

仍可以维持区域内上百年的流行史。清代中期血吸虫病在渔梁坝上游灌溉区内 20个左右村庄流行，看上去并不是特别严重，很

可能处于散发状态。20世纪 50年代血吸虫病典型疫村调查也能证明这一点。如据当地人回忆，江本良所提到沙溪乡的宋祁村，

在光绪年间尚有 500 余口，但之后因血吸虫病的流行，人口逐年死亡、迁徙，至 1918 年时，村庄已绝户。[3]56从光绪年间尚有

500多人来看，光绪之前血吸虫病一定不是特别严重。

从宋祁村因血吸虫病而消失来看，其余 6个村庄应该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而亡村。实际上，这样的例子在歙县并不是个案，

如扬之河流域的杨村畈和富资河流域的下坞塘、前头村等村，亦因血吸虫病的流行于民国年间即已绝户。[3]53由于这 7 个村庄都

位于歙县地势最低地带，意味着清代中期之后，渔梁坝上游灌溉区内血吸虫病感染率，在低地更为严重，以至于在江本良所提

到的 20个左右的感染村庄中，绝户村都集中在各支流最下游。

可能是医生的缘故，江本良观察到了血吸虫病的出现，并对其原因做了精准的推断，完全符合现代流行病学。这也是目前

历史文献中对于血吸虫病发生学最具科学价值的描述。

三、晚清民国年间血吸虫病的扩张

晚清民国时期血吸虫病疫点仍然集中在上述河流沿岸，和清中期相比，向更多村庄蔓延，呈现出扩张的趋势。兹根据 1950

年以后典型疫村调查分别论述之：

1.扬之河流域。杨村畈位于桂林以北扬之河支流沿岸、天目山脉延伸段东部的山凹里，在 1913 年前后尚有 30 多户，但至

20世纪 50年代初，整个村庄因血吸虫病的流行而绝户。该村以南的牌头村位于扬之河与其支流的交汇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前的 30年内，竟由 500余户降至 70多户，仅胡姓一族就由 60多户减至 2户，整个牌头村因此被分为上、中、下牌头三个村

庄。[3]54杨村畈和牌头村均属于桂林乡，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村庄均位于河流沿岸。

2.布射河流域。江村位于长湖以北、岑山以南，布射河支流沿岸，20世纪初有万余人，但到 1950年后只剩下 602人。在这

602人中，70%的人口是来自江西、湖北、四川、安庆、浙江等地的移民。下坞塘位置不明，推测位于江村附近，在 1930年左右

有 20多户，但至 1948年仅剩 4户。[3]54与清中期相比，该流域血吸虫病疫区向北扩散，且江村一带的疫情爆发于 1900年前后，

晚于下游疫区。

3.富资河沿岸。富资河沿岸是血防初期典型疫村调查最多的地区。上文中所提及的宋祁村位于徐村以南，仰村以北，该村

因血吸虫病的流行，人口由光绪年间的 500余人，至 1918年村庄已绝户。[3]56此外，位于富资河东岸的新屋里和松山两村地处富

埸村以南、沙溪以北，因血吸虫病的流行，两村人口分别由 20世纪 20年代的 20人、200多人减至 1953年的 12人和 40人。另

有位于同一区域富资河西岸的后塘和双元两村，亦由民国年间的 200 余人，降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 40 余人。总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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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富竭一乡在新中国建立前的 20 年内人口减少了一半。[3]56 相较于乾隆末年，血吸虫病流行呈现出沿富资河向上游扩散的趋

势，光绪年间扩散至宋祁村一带，民国时期扩散至富埸村以南的广大地区，且所有疫村均沿河分布。

杨村畈和牌头村均属于扬之河流域之桂林乡，其血吸虫病开始大规模流行发生于 1910-1920 年。该区域严重的血吸虫病甚

至引发了远在上海的《申报》的注意。1929年《申报》刊载《歙县东乡之奇闻》一文，描述了该县东乡 60年来血吸虫病流行情

况：

院南歙县东乡之埭头、贵林、大和川等处周围约四十里，地属平原，垄亩相望，而景色清幽，居人最宜。乃该处有一离奇

之事，由来已六十年矣。盖凡男子如饮食该处之水，即患腹账面黄之疾，而病者饮食之水如仍取给于此，则病势日重，药石罔

效，竟至于死。唯一患此疾即离该地，则虽不药，亦能自愈。尤奇者，该处周围四十里内之水，男子均不能沾口，且此奇事仅

发生于成年男子，而妇孺不及焉。是故成年男子皆不取住于斯。[11]

以县城为界，县城西部丰乐河流域下游的平原区为西乡，而县城东部扬之河流经的平原和丘陵区为东乡，北部的黄山山脉

区为北乡，县城南部和东部山区全部为南乡地域，占全县面积近三分之一。贵林即现在的桂林乡，埭头和大和川地望不明，推

测在桂林乡附近。因东乡平原区自北向南为一狭长地带，宽约 3 千米，桂林乡至县城约 9 千米，所以东乡“周围约四十里，地

属平原”应为四里之误。

据《申报》报道，1870年左右，血吸虫病即在东乡平原地区流行开来。“腹胀面黄之疾”，与江本良所说的“胀疾”一致，

颇似血吸虫病。“此奇事仅发生于成年男子”与该地从事农业生产的人主要为男子有关。当地传说“腹胀病”的流行是因为“鳗

鱼”作怪，人吃了这种水，就要大肚子，无药可救等。[3]53此即《申报》所说的，“男子饮食该处之水，而腹即胀，确为事实”
[11]
。

因“腹胀病”的流行，歙县东乡桂林一带，“附郭田野皆草深数尺，如数年未经耕种者。问之士人皆云本地人皆不愿种田，

因种田者二、三年后常生臌胀病而死”[12]。因此，严重影响了当地的田价。据 1929年 5月铁道部组织的经济调查队对京粤线安

徽段的调查可知，歙县田、地价格均以铁路沿线最高。就田价而言，该县最高 240元，最低 30元，普通 100元，尤以南乡、西

乡的田价最贵。①4而东乡桂林一带的田价因“腹胀病”的流行远低于市价，由每亩百金降为每亩二三十元。[3]《申报》作者也指

出：

该处六十年前，并无此事，而烟户共有数千家。自此奇事发生后，或家亡，或迁移，烟灶日减。至清光绪庚子辛丑间，则

所存之烟户，仅百数十家，今更寥若晨星。而此寥寥无几之住户，其男子均终年在外，即有时返家，亦小住数日即行外出。该

处地多田畴，而田户咸住于四周数十里外，故每处稼穑上场之际，则农民均于田畔搭盖茅舍，以为暂时食宿之所。然男子皆不

敢前往工作，故该处力田者，胥农妇也。[3]

根据《申报》，1870年前后此地有烟户数千家，至 1900年前后仅剩百数十家，至 20世纪 30年代就仅存少数几家了。血吸

虫病在 30 年间把一个千户大村毁于一旦，60 年间彻底摧毁。当地土著男子多数外出，在乡者则不敢力耕，因此力田者多为农

妇，1936年调查该地血吸虫病的流行情况时，即检查出一例大便含有血吸虫卵的女性汪邵氏，“四十一岁，种田，脾大已六月，

腹大已三四月”[12]。

1936年，桂林村 41岁的汪邵氏被确诊为血吸虫病，是由于这一年铁道部在京衢铁路宣衢段徽州一带测量路线时，发现此处

居民患腹胀者极多，遂函请卫生署派人调查病由及提出防治方法。卫生署派员重点调查了歙县桂林、竦口，绩溪霞间以及宁国

胡乐司等地。据调查，桂林一带有居民七八十户，两百人，其中农民占人口的十分之一。从户均人口来看，这是个血吸虫病严

重流行的地方。调查患腹胀者 7人，查出大便中有血吸虫卵者 3人。竦口村有居民 200余户，约 500人，农民占人口的 1/5。调

                                                       
4
①参见铁道部财务司调查科查编《京粤线安徽段经济调查总报告书》，铁道部财务司调查科，1929年，第 102、1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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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腹胀者 6 人，于 3 人大便中发现血吸虫卵，未发现血吸虫卵的患者中均有发热、脾大及血痢等病史。从流行环节来看，扬之

河水清流急，无水草亦无钉螺，而在稻田较多的桂林车站一带的田沟内，钉螺密布，“每公尺约可采集万余”。[12]

四、新中国建立初期血吸虫病流行的继续

1953 年，为推广“水田改旱地”计划，歙县对血吸虫病流行比较严重的 6 个地区进行重点调查，并对疫区血吸虫病流行程

度划分等级，以制定改田为地的计划表，具体如表 1所示。

表 1 歙县血吸虫病重点疫区情况调查

区 乡 流行程度
户数

（A）

口数

（B）
B/A

患病人数

（C）

C/B

（%）

大肚病人

（D）

D/C

（%）
水田 旱地

富竭

富竭 严重 591 1485 3 303 20.40 56 18.48 1986 911

沙溪 最严重 495 1231 2 355 28.84 71 20.00 3054 848

江村 最严重 406 1017 3 306 30.09 34 11.11 2438 937

清流 严重 377 933 2 287 30.76 38 13.24 2399 854

岑山 最严重 422 1094 3 181 16.54 40 22.10 3041 329

稠墅 严重 599 1701 3 390 22.93 25 6.41 5044 692

城关

潭渡 严重 700 2088 3 345 16.52 55 15.94 2723 2327

潭石 最严重 464 1132 2 449 39.66 81 18.04 3074 1018

桂林 最严重 666 1633 2 453 27.74 72 15.89 3865 1350

岩寺

岩寺镇 一般 1138 3355 3 109 3.25 59 54.13 6358 796

竭田 严重 791 2245 3 311 13.85 68 21.86 5556 789

瑶村 最严重 415 1211 3 425 35.09 49 11.53 4023 368

信行 次严重 300 871 3 108 12.40 28 25.93 2953 545

西溪南 一般 638 1963 3 90 4.58 39 43.33 4500 112

洪坑 一般 439 1495 3 24 1.61 7 29.17 2872 76

郑村 最严重 598 1727 3 536 31.04 34 6.34 2041 1096

潜口

潜口 一般 565 1960 3 76 3.88 5 6.58 2376 389

谷山 一般 570 1871 3 85 4.54 37 43.53 2850 100

竦塘 一般 674 2470 4 16 0.65 7 43.75 3232 1207

琶村 —般 519 1764 3 58 3.29 28 48.28 2570 372

唐模 次严重 474 1401 3 54 3.85 17 31.48 2655 310

澄塘 严重 517 1708 3 132 7.73 31 23.48 4078 568

溪头

溪头 次严重 435 1183 3 561 47.42 85 15.15 4786 775

竦口 最严重 652 1492 2 542 36.33 134 24.72 3741 1711

蓝田 次严重 240 794 3 32 4.03 16 50.00 1054 687

洪村口 次严重 525 1603 3 66 4.12 34 51.52 2244 506

西坡 次严重 260 919 4 170 18.50 43 25.29 1450 1026

坦头 严重 198 552 3 128 23.19 15 11.72 919 810

王村
富礼 一般 411 1531 4 16 1.05 5 31.25 1111 1201

草市 一般 502 1657 3 136 8.21 28 20.59 1889 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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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村 一般 630 2513 4 11 0.44 11 100.00 1839 1662

浯村 一般 492 1800 4 71 3.94 53 74.65 1917 1127

岭后 一般 499 1901 4 2 0.11 2 100.00 2590 754

合计 33 17202 52300 3 6828 13.06 1307 19.14 97228 27263

资料来源：据 1953年“歙县血吸虫病区水田改为旱地三年计划统计表”改制，“歙县血吸虫病流行情况及今后防治工作初

步计划（草稿）”，安徽省歙县人民政府卫生科：《本府关于卫生、血防等工作指示、计划、通知等文件》，第 63页，歙县档

案馆，66-1-6-1953。

上述疫区包括 33个乡、镇，17202户，52300人，占歙县总人口的 14%。感染血吸虫病的患者为 6828人，感染率为 13.06%。

其中，“大肚子”患者（即晚期病人）1307人，占患病总人数的 19.14%。越是靠近山区，地势偏高的地区，“大肚子”的比例

越高，如潜口的谷山、竦塘、琶村，溪头的蓝田、洪村口和王村的烟村、浯村、岭后等地。因为这些疫区发现得较晚，流行病

学调查初期，治疗与预防血吸虫病的措施尚未介入，晚期患者较多。

受血吸虫病的影响，歙县重点疫区户均人口一般为 3 人，最严重的地区如沙溪、潭石、桂林、竦口等乡仅有 2 人，位于歙

县西北和南部的山区一带，疫病相对轻微的地区尚可保证 4人的户均人口数。

据表 1，20世纪 50年代歙县血吸虫病流行的主要分布区域为丰乐河、富资河、布射河和扬之河下游的平原地带，也是歙县

最主要的水稻产区。该区东西长 38 千米，南北长 34 千米，面积达 1292 平方千米[13]554，流行区面积占全县总面积近 1/2。就疫

区分布和流行程度而言，扬之、布射、富资三河沿岸血吸虫病流行程度较丰乐河流域严重，而乾隆末年“胀疾”流行最严重的

徽州古城一带，在血防初期人群感染率低至 2.7%和 8.3%。[14]144就同一河流而言，下游疫区的血吸虫病流行较上游疫区严重。

还需要注意的是歙县西南王村区。王村位于新安江上游渐江流域，本区西北部为丘陵畈区，东部和南部属山区、深山区，

血吸虫病疫区就位于渐江沿岸的畈区内。据表 1，该区人群患病率普遍低于 10%以下。处于山区的其他血吸虫病流行区与王村区

的乡、镇一样，因山势阻隔，疫区独立成块，属血吸虫病流行的“孤独块”，人群感染率一般都较低。据血防初期调查，轻疫

区人群感染率为森村 0.5%、雄村 3.7%、坑口 1.6%、漳潭 2.5%、白杨 19.6%、北岸 4%、呈村降 3.4%、南源口 1.5%。[14]144

五、新中国建立后歙县水环境的改造与血吸虫病的消灭

1950 年 5 月，时任皖南行署卫生局副局长的方星，在了解了皖南各县、市血吸虫病流行的情况后，将其汇报给华东军政委

员会卫生部，并将歙县东乡血吸虫病疫村村貌拍成照片呈送该部。11 月，华东军政委员会卫生部拨款在歙县建立了华东皖南血

吸虫病防治所，是为安徽省第一个防治血吸虫病的专业机构。为获取防治血吸虫病的经验，该所于 1951年春在歙县桂林乡连瑞

里村设立实验区和实验农场，普查钉螺和病人，并试行“改水田为旱地”的灭螺方法。
[15]108；[16]7

“水改旱”的措施是在对歙县钉螺分布特点的认识和灭螺措施可行性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的。据 1953 年调查，该县 82.06%

的钉螺均分布在水田，重点疫区共有水田 97228 亩，旱地 27263 亩，水田面积是旱地的 3 倍。就“水改旱”的可行性而言，该

县“水田的水源是山水溪流，只要修整排水沟，将水引入主流，水田即可变成旱地”[3]62。该措施一方面使田地保持干旱，外加

频繁的除草和翻耕等，彻底改变钉螺的适生环境，以达到消灭钉螺的目的；另一方面，通过改变疫区居民的生产习惯，减少居

民与疫水接触的机会，避免感染。

连瑞里村的灭螺试验取得成效后，1952年，血防所又在歙县桂林、吴山铺等地建立试验农场，进行“水改旱”的灭螺试验。

次年，根据重疫区的疫情和田地调查结果制定了“水改旱”的年表，计划于 1953年在岩寺、城关、溪头 3个区 7个乡改田 16387

亩；1954年增加富竭和潜口 2个区，共 17个乡，计划改田 21019亩；1955年增加王村区，计划将 6个区 33个乡内剩余水田全

部改为旱地，共 59914亩。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水田都适合改为旱地，如潜口区的五个乡，因靠近高山地区，土地地势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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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适合进行“水改旱”。上述 6个区中不能实行“水改旱”的田地面积占 20%，即 19446 亩。[3]61因此，1956年“水改旱”的范

围虽有扩展，但仍是以试验的方式在歙县的几个重点疫区，如徽城、桂林、富渴和郑村等 4个乡、镇开展，面积达 34556亩。[17]53

年底调查钉螺死亡率达 60%～94.7%。1957年，“水改旱”灭螺措施开始向绩溪、休宁、祁门、黟县、太平等地推广。
[18]422

据 1961

年调查，歙县全县可施行“水改旱”的田地面积有 62907.4亩，实际已完成 59488亩。
[19]4-6

随着“水改旱”的实施，田中钉螺大大减少，塘中、沟中钉螺变化却不大。[20]12一般来讲，“钉螺在稻田内的分布以人水口

及靠田边的第一行禾兜为最多。其密度与毗连的灌溉沟成比例”[21]35。因此，1957年后部分地区逐渐将旱地回改水田，导致沟、

塘中钉螺再次向田中扩散，引发田中钉螺密度提高。另据改旱区调查总结，“水改旱”适宜于生活下水感染不严重、水系不太

复杂的地区。所以建议改旱的同时还必须在沟、塘、河内进行灭螺及结合管水管粪工作。[20]35

尽管“水改旱”是血防初期最适宜歙县的灭螺措施，但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农业发展纲要是相违背的，也损害

疫区当地农民的经济利益。因此，“水改旱”的血防措施只是部分疫区为消灭钉螺，阻断血吸虫病的流行而采取的权宜之计。

灭螺取得成效后，疫区逐渐将旱地改回水田，沟渠钉螺随即向稻田扩散。

相对“水改旱”，“开新填旧”（指的是开挖新的沟渠，填掉含有钉螺的旧沟渠）是最主要的沟渠灭螺方式，也是歙县继

“水改旱”之后实行的最主要的血防措施，主要用于 20 世纪 60 年代及其以后，歙县吕竭、鲍南竭等灌溉区的灭螺。据血防初

期调查，沿丰乐河水衍生而来的条垅竭、雷竭、吕竭、昌竭、鲍南竭两岸的西溪南、潜口、岩寺 3乡、镇中的 37个行政村均是

血吸虫病流行区。[22]114 以丰乐河下游郑村乡为例，1970 年围绕鲍南埸的沟渠灭螺实施“开新填旧”的措施鲍南竭位于岩寺镇附

近的丰乐河上，竭水自西向东流，分南、北支渠。20 世纪 50 年代扩建后，包括干渠、南渠、北渠、斗毛渠等大小沟渠 63 条，

灌溉范围自岩寺塔起，迄于七里头，受益地区涵盖梅村、向杲、瑶村、山坑、竭田、郑村、潭渡、柏村.、潭坑、佑源等地。1970

年冬季，将时有渠道全部实行“开新填旧”，调整水系，以消灭钉螺。
[23]108

丰乐河北岸的小姆竭灌区 18 条沟渠及棠樾村南部的

大姆竭沟渠也在“开新填旧”的灭螺措施中被填埋。[23]；[24]3

消灭钉螺是阻断血吸虫病传播的重要一环。就歙县而言，血防初期以人工捕捉为主，并结合焚烧和填沟等方法，灭螺效果

并不明显。1954 年苏德隆分别在北岸乡和竭田村试验药物灭螺，钉螺死亡率分别为 47%～97%和 20%～78%。1956 年以后在歙县

几个最严重的疫区内开展大规模水田改旱地的工作，灭螺成效最为明显，据 1957年 9月调查，桂林乡水田改旱地后钉螺死亡率

高达 93.5%。[8]556在此基础上，1958 年至 70 年代初实施的“开新填旧”，辅之药杀和火烧等措施，对钉螺孳生环境进行彻底改

造，是歙县消灭血吸虫病的历程中最重要的一步，也是促使该县于 1979年达到基本消灭血吸虫病标准的最关键的一步。

六、余 论

到 1950 年，血吸虫病已在歙县流行了 150 年。150 年间流行的大致趋势有三：一是由清中期的散发演变为晚清及其之后的

大流行；二是由地势低洼地区向地势较高地区蔓延；三是在四条主要支流内，主要由下游向上游扩散，与浙西开化自上游向下

游自然传播迥然不同。这种流行趋势与渔梁坝修筑、维持所导致的水环境变化息息相关。

150年间血吸虫病流行最为严重区域，一直为渔梁坝上游灌溉区所涵盖的扬之河、布射河、富资河和丰乐河等河流沿岸的农

田和村落，这一平原谷地同时也是明清以来徽州府的核心区域。

血吸虫病并未摧毁这一核心区，缘于各支流沿岸分布着数量较多的村落，其感染的时间并不相同，加之疫区外来移民的补

充，从而维持了区域内上百年的流行史。

从疾病历史来看，清代中期歙县、绩溪等徽州府核心区域的地方社会发展出现了重要转折，主要表现在：虽然之前人地矛

盾突出，但并非“恶疫”之区；晚清及其之后血吸虫病形成大流行，造成疫区人口损失严重，由此引发疫区外来的移民迁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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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妇女从事农业生产活动。更为重要的是，近代以来歙县的衰落和位于其上游地区的屯溪的兴起，血吸虫病在其中所扮演的

角色，或许不容小觑。也正是由于血吸虫病流行的缘故，一位籍籍无名的歙县医生江本良，第一次做了血吸虫病发生学的科学

描述，展示了新安医学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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